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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徐朝俊到徐继畬：
嘉道时期新旧西学的知识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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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拓

内容提要 学界常将明末清初西学（旧西学）与晚清西学（新西学）分作两期，实则新旧西

学间有其内在的知识脉络，嘉道时期正处于新旧西学转换期。 松江徐朝俊家族约自康熙

年间始，五代研习西学、西器，并家藏大量汉文西学文献，借助血缘与文本，促进了旧西学

的传承与下渗。 徐朝俊《高厚蒙求》五集先后刻于 1807—1829 年，它既是旧西学的总结

之作，又是徐继畬《瀛环志略》 （1848）稿本———《瀛环考略》 （1844）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当《瀛环志略》付梓时，《高厚蒙求》却从参考书中消失。 本文提出一类与二类西学文献概

念，以《高厚蒙求》为代表的二类西学文献，是晚清时期国人认识新世界、应对新变局、接
引新西学的重要本土思想资源，在新旧西学跨时空接榫中扮演了过渡性角色。
关键词 西学东渐 旧西学 新西学 徐朝俊 知识史 徐继畬

作者 陈拓，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

明清西学东渐史常分作两期。 第一期是明末清初时期（简称“旧西学”时代），第二期是 1807
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入华后，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简称“新西学”时代）。 受制于

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学科设置，学界对新旧西学间的联系普遍关注不足。 例如潘光哲从阅读史

切入，细致描绘了晚清士人寻觅、接受西学的读书历程，但其笔下晚清士人的西学“知识仓库”里，
并没有旧西学的位置。① 若将新旧西学贯通思考，至少需要回应两大问题：首先，旧西学如何穿越

清中叶禁教期，实现知识传承？ 其次，幸存的旧西学在晚清扮演何种角色，新旧西学如何衔接与递

嬗？ 本文从西学东渐史研究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中间环节———二类西学文献切入，旨在探寻西学

在中国的本土知识脉络。
松江徐朝俊（1752—1823）活跃于 18 世纪至 19 世纪之交，著有《高厚蒙求》五集，各集渐次刻

于嘉庆十二年（1807）至道光九年（1829），是一部旧西学的总结之作。 清代中叶，旧西学面临中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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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旧西学在十九世纪中国的传承研究”（ZB22BZ0311）的成果。 本文写作与修订过程

中，邹振环、董少新、黄兴涛、陈懿人、林秋云、朱梦中、李驳紊、王萌筱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参见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凤凰出版社 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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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学又尚未叩开中国大门，新旧西学出现知识断层，徐朝俊及其著作恰承前启后：一方面，徐朝俊

家族约自康熙年间始，五代研习西学、西器，并家藏大量旧西学文献，包括徐光启（1562—1633）等
未刊著作的抄本。 他们在传承旧西学的同时，促进了知识的在地化，为探究在西人相对缺位的情况

下，西学如何自主传播，进而渗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极佳案例；另一方面，《高厚蒙求》中所保存的旧

西学知识，成为晚清徐继畬（1795—1873）、梁廷枏（1796—1861）等“开眼看世界”的窗口。 相较西

人独立编译或中西合作编译的著作，以《高厚蒙求》为代表的二类西学文献，是晚清时期国人认识

新世界、应对新变局、接引新西学的重要本土思想资源。
方豪较早关注到徐朝俊，他曾介绍徐朝俊《自鸣钟表图法》，称赞该书为“国人第一部关于钟表

之著作”。① 此后，不少学者从科技史角度，分别对徐朝俊在自鸣钟表、天文仪器、星表等方面的成

就进行了具体研究。② 对《高厚蒙求》进行全面评介者是王尔敏，但他仅利用了《高厚蒙求》四集

本，而未利用三集、五集本，且对该书的承前启后性缺乏足够认识，因此拔高了其思想原创性，低估

了其历史影响力。③ 本文在前人基础上，重点关注知识的源与流，而非对徐朝俊各项科技成就进行

具体评价。 首先，根据上海图书馆藏松江《徐氏族谱》，纠正徐朝俊为徐光启后裔的旧说，该谱嘉庆

十八年（1813）由徐朝俊本人重修，从中可窥见他的家族世系与西学知识谱系，西学借助家族导入

地方社会，将外来知识转化为本土知识；其次，集中探讨《高厚蒙求》的版本、内容与特色，厘清该书

的知识来源，重审徐朝俊及其著作的历史定位；最后，《高厚蒙求》是徐继畬《瀛环志略》稿本———
《瀛环考略》（1844）的主要参考书之一，但道光二十八年（1848）《瀛环志略》正式刊刻时，《高厚蒙

求》却从参考书中消失，《瀛环考略》《瀛环志略》西学知识来源的变化，凸显出二类西学文献在知识

传承中的过渡性角色。 徐朝俊及其著作上承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下启晚清西学东渐，以血缘与文本

为纽带使新旧西学实现了跨时空接榫。

一、 “五代于兹”：徐朝俊家族与旧西学的在地化

徐朝俊原名象俊，字冠千，号恕堂，江苏松江府娄县（今属上海）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岁贡

生。④ 他自称：“余先世爱研数理，手造泰西仪器，五代于兹矣。 俊于制举业暇，尝从先君子侧闻绪

论。”⑤ 学界普遍据此误认为徐朝俊系徐光启四世或五世族孙，甚至四世或五世孙。⑥

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松江《徐氏族谱》，刻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嘉庆十八年（1813）局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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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42—644 页。
陈祖维：《清代的钟表大师徐朝俊及其〈自鸣钟表图法〉》，《中国科技史料》1987 年第 1 期；薄树人：《自鸣钟表图说提

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 6 册，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影印版，第 1019—1020 页；许洁、李迪：《徐朝俊的天文仪

器》，潘鼐主编：《彩图本中国古天文仪器史》，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4—278 页；吴守贤、全和钧主编：《徐朝俊的中星

表》，《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及天文仪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1—192 页。
王尔敏：《近代科技先驱徐朝俊之〈高厚蒙求〉》，《史林》2012 年第 2 期。
松江《徐氏族谱》卷 14，“世系表 13”，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8 年影印版，第 88—89 页。 徐朝俊的籍贯有娄县、华

亭县二说，娄县系顺治十三年（1656）从华亭县析出，娄县、华亭县均为松江府的附郭县。 从族谱、方志等看，徐朝俊应为娄县籍。
参见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 16，“人物”，《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 4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年影印版，第 652 页。

徐朝俊：《天学入门自序》，《高厚蒙求》初集，第 1a页。 《高厚蒙求》版本较为复杂（详后），本文若无特别说明，均据澳大

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道光九年五集本，编号 LMS 284。
例如薄树人认为徐朝俊系徐光启五世孙（学界多持薄说），王尔敏认为系四世孙。 刘耘华虽根据徐光启族谱中无徐朝俊

之名，以及两人卒年相差近二百年，推断徐朝俊并非徐光启五世孙，但缺乏直接证据。 参见薄树人《自鸣钟表图说提要》，《中国科

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 6 册，第 1019 页；王尔敏《近代科技先驱徐朝俊之〈高厚蒙求〉》，《史林》2012 年第 2 期，第 77 页；刘
耘华《依天立义：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应对天主教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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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重修部分集中于“世系表”，而重修者正是徐朝俊。① 徐朝俊称，族谱自乾隆四十八年后已 30 年

未重修，他“恐子姓散处，久而难稽”，于是发单征求各支派信息，但他因为“郡尊延纂《松江府志》，
案牍纷繁”，故在其侄徐士恒襄助下，才完成重修工作。② 该谱徐朝俊一支的“世系表”末尾，还有

大量手写续补字迹，最晚记至同治元年十二月，而其他各支均无，因此这些续补当出自徐朝俊后裔

之手。③

从该谱可知，徐朝俊实为明朝首辅徐阶（1503—1583）嫡弟徐陟（1513—1571）的后裔。 徐陟，
字子明，号望湖，晚号达斋，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④ 徐陟的曾孙徐孚远

（1600—1665）乃“几社六子”之一，他积极参与抗清活动，永历十五年（1661）追随郑成功（1624—
1662）至台湾，死后归葬松江。⑤ 徐朝俊的家族谱系，参见图 1：

图 1 徐朝俊家族谱系

资料来源：松江《徐氏族谱》卷 2，“世系表 1”；卷 7，“世系表 6”；卷 14，“世系表 13”。

由于族谱中“世德纪略”（即小传）出自乾隆四十八年本，徐朝俊未作增补，因此该谱缺徐朝俊

及其弟的小传，而且小传作者对西学并不熟悉，这给梳理徐氏西学源流增加了难度。 早在崇祯十二

年（1639），徐孚远、徐凤彩（1601—1657）即参与商定徐光启遗著《农政全书》，书中含有一些西方农

田水利知识。 松江几社热衷编刻经世书籍，徐孚远、徐凤彩作为几社成员，关心农政并非因为“爱
研数理”。⑥ 从族谱看，徐朝俊所谓“五代于兹”的西学传承始于其曾祖父徐怀瀚（1666—1738）。
徐怀瀚本是徐永贞（1651—1674）的族兄徐允贞（1622—1694）第五子⑦，因为徐永贞早亡无后，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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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谱中“世系表”，凡经此次重修者，板框均注明“壬申岁修”字样，“壬申”指嘉庆十七年（1812）。 而书末徐朝俊跋署嘉庆十

八年，则徐朝俊重修本约刻于该年。
徐朝俊：《跋》，松江《徐氏族谱》，第 431 页。 徐朝俊是嘉庆《松江府志》的“分纂”之一，参见嘉庆《松江府志》 “纂修衔

名”，《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 1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年影印版，第 15 页。
松江《徐氏族谱》卷 14，“世系表 13”，第 87—92 页。
松江《徐氏族谱》卷 2，“世系表 1”，第 130—132 页。
参见蔡靖文《徐孚远在世变下之生命情怀》，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9 年版。
陈子龙：《凡例》，徐光启著，石声汉点校：《农政全书》上，朱维铮、李天纲主编：《徐光启全集》第 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 页。 陈子龙与徐孚远、徐凤彩等还编有《皇明经世文编》（1638）。
徐允贞的名字，族谱中存在允贞、允正两种写法，允正出现频率更高，但从字辈看当为允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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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继给徐永贞。 徐怀瀚字蒙泉，号尚少，金山卫学生。① 据族谱记载，他“十赴省试不售”，于是闭门

著书，“自经史以及诸子百家，皆有撰述，手钞口诵，卷帙甚富，力不能授梓。 晚作《十三经同文编》，
序自述编纂岁月甚详。 生平于舆地沿革分合，考古证今，了如指掌，盖尤一生精力所萃焉。 尝从友

人处借天文书凡百余卷，俾及门同志之士分抄，阅三日夜校录毕，以书归其人，其人讶其速也”。②

其中《十三经同文编》即《经传同文汇编》，今存抄本，该书卷端题“云间徐怀瀚编，曾孙朝俊汇辑，元
孙福、祉校”，因此是经过徐朝俊及其子辑校后的版本。③ 徐怀瀚擅长历史地理，而谱中所言他从友

人处借阅、抄校的“天文书”百余卷，虽未罗列书名，但考虑到自晚明以来西方天文学对中国知识界

的巨大影响，其中当包含一定比例的西方天文学著作，这从徐怀瀚直系子孙多精于西方天文学亦可

侧面印证。 徐怀瀚对地理、天文的爱好，以及相关藏书，奠定了徐家的西学根基。
徐怀瀚之子翊淦、翊淞、翊渶，均擅长天文数学、制作仪器。④ 徐朝俊祖父徐翊淦（1694—

1760），字铭训，族谱称其“惟以著述为事，凡经史、六书及术数之学，皆纂集手钞，盈厢[箱]累箧，至
今藏书家犹有存者”。⑤ 其著述与藏书，今已不得其详。 相较而言，其弟徐翊淞、徐翊渶更为知名。
徐翊淞（1697—1752），字齐南，族谱称其“好数学，工篆隶”，曾在杭州游幕。⑥ 徐翊渶（1704—
1772），字葆华，号季筹，族谱称其“殚其力于《周髀》盖天之学、测时之仪、勾股之法，以至方书、形家

之秘，《参同》《楞严》之旨，旁推交通，洞悉其原委而后已。 家贫无以治生，时仿西法制鹤漏、自鸣

钟、仪表为薪水资，见者皆诧为神技”。⑦ 西学已成为徐翊渶在地方社会中谋生、立身之资。 乾隆

《娄县志》称：“吾郡以制鹤漏、自鸣钟、仪表名者，自翊渶始。”⑧ 将徐翊渶视为开一郡制造西器之

风气者。 又据藏书家汪启淑（1728—1798）的《飞鸿堂印人传》载：

徐鼎，字丕文，号调圃，江苏华亭县人，胜国文贞公后裔。 父淞，字齐南，潜德不仕，精究象

纬，于西洋测量制器之法，无弗洞彻。 ……弟钰，字席珍，号讷庵，性颖敏，能绍其家学，通勾股

算法，凡乐钟、日表及日规扇，神工天巧，悉从十指出，分晷不爽。⑨

传中徐淞即徐翊淞，徐鼎即徐翊淞长子徐世鼎（1735—1784），徐世鼎出继给徐翊淞之兄徐翊

濂为后，而徐钰即徐翊淞次子徐世钰（1739—1787）。○10 因此，不仅徐朝俊祖父徐翊淦的后裔，其叔

祖父徐翊淞的后裔也精通西学，西学作为徐氏家学已枝繁叶茂。
徐朝俊之父徐世懋（1726—1803），字时乘，族谱称其“好书史与铭训公（按：徐翊淦）略同，而尤

明割圆八线之学，如《御制数理精蕴》、梅氏历学诸书，皆能掩卷讲论无漏义。 又尝为人疗内外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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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松江《徐氏族谱》卷 7，“世系表 6”，第 291—292 页。
松江《徐氏族谱》卷 19，“世德纪略 3”，第 279 页。
影印本收入林登昱主编《稀见清代四部辑刊》第 4 辑，经部第 1—9 册，台北，经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4 年版。
汤开建、黄春艳关注到徐翊渶、徐翊淞与徐朝俊的钟表制造，但有一定疏漏。 参见汤开建、黄春艳《清朝前期西洋钟表的

仿制与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第 114—115 页。
松江《徐氏族谱》卷 20，“世德纪略 4”，第 297 页。
松江《徐氏族谱》卷 20，“世德纪略 4”，第 299 页。 徐朝俊编有《篆楷考异》一卷（附《字式》一卷）、《楷书订讹》一卷（复旦

大学图书馆藏嘉庆十三年套印本，编号 6406），也是承自家学。
松江《徐氏族谱》卷 20，“世德纪略 4”，第 301 页。
乾隆《娄县志》卷 27，“艺术传”，《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 5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年影印版，第 297 页。
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卷 7，“徐鼎传（钰附）”，《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 38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年影印版，第 741

页。 徐世鼎经济拮据，曾为汪启淑代书契约以补贴生活，参见王振忠《清代藏书家汪启淑的商业经营与社会生活———对几份新见

契约文书的解读》，《学术月刊》2019 年第 1 期。
松江《徐氏族谱》卷 14，“世系表 13”，第 87、9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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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阴阳宅，转凶为吉，有奇功。 善弈棋……所著有《周易便蒙镜》 《堪舆燮理镜》，皆嘉惠士林名作

也，将付剞劂氏以问世”。① 《御制数理精蕴》由康熙帝主持修撰，为融合中西算学之作；“梅氏历

学”则指梅文鼎（1633—1721）历学书，其兼采中西历法。 《御制数理精蕴》及梅文鼎历学书，均主张

“西学中源”，代表官方立场，因此其流传不受清中叶禁教政策的限制。 实际上，从后文徐朝俊的情

况推之，徐世懋的书籍收藏与阅读中，另含传教士著作，但小传作者或并不熟悉，或略而不记，甚或

有意隐讳。
徐朝俊育有二子。 长子徐炳枢（1785—1839），谱名徐绂，又名徐福、徐宗，字元圃，号佩衡、云

岱，道光元年（1821）恩贡。 林则徐（1785—1850）任江苏巡抚时，他曾上书请修华亭海塘，林则徐以

公帑修之。② 次子徐绶（1787—1821），又名徐祉，字恺之，号受环，庠生。③ 徐炳枢、徐绶均继承家

学，曾参与校梓《高厚蒙求》。
徐朝俊家族五代研习西学、西器，以血缘为纽带，在松江形成了一个在地西学圈。 有学者推测

徐朝俊可能出自天主教世家④，然而，从其叔祖父徐翊渶兼通道教《周易参同契》、佛教《楞严经》，
而其父徐世懋擅长“相阴阳宅”等看，他们应未信仰天主教。 徐朝俊不仅将家族的西学传统发扬光

大，而且对整理族中非西学文献也十分热心，除重修《徐氏族谱》、汇辑徐怀瀚《经传同文汇编》外，
他还重抄了徐凤彩《诗经辅注》五卷，该书卷端题“云间徐凤彩圣期父著，男允贞丽冲校正，来孙朝

俊冠千重钞”⑤，徐允贞系徐怀瀚生父，而徐凤彩为徐允贞之父。 此外，徐朝俊还积极参与整理、出
版乡邦文献，除分纂嘉庆《松江府志》外，另曾参与校刊《云间书院古学课艺》《赋钞笺略》（云间雷

琳、张杏滨笺）和《樵史》（云间陆应阳辑）等⑥，充分体现出他作为地方文人的身份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徐朝俊虽非徐光启后裔，家中却藏有其书稿。 例如今藏浙江省图书馆的徐光启

《开成纪要》抄本，是一部未刊笔记，内容以机械制作、金属加工和矿山开采为主，并涉及农、牧、渔、
造纸、化工、瓷器烧制和望远镜制作等。 其抄校者为松江藏书家韩应陛（1813—1860），据咸丰七年

（1857）韩应陛跋文称：“原书系抄本，得之徐恕堂先生家，陈姓持来。”即该抄本是据徐朝俊家传的

《开成纪要》抄本转抄。⑦ 又如嘉庆十四年（1809），徐朝俊曾仿制《泰西水法》中的“龙尾车”：“华
亭诸生徐朝俊，承家学，娴浑天理数。 嘉庆己巳，制龙尾车，为灌田之用。 一车以一童运之，进水退

水，无立踏、坐踏之劳。”⑧ 《泰西水法》是传入中国的首部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书，由耶稣会士熊三

拔（Sabatino de Ursis， 1575—1620）与徐光启合作编译而成，曾收入李之藻（1565？ —1630）辑《天学初

函》和徐光启辑《农政全书》等。 徐朝俊所制龙尾车，得到时任松江知府唐仲冕（1753—1827）的赞赏，
唐仲冕曾刊其图并颁发属县，推广这项技术。⑨ 这是《泰西水法》成功付诸实践的少有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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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松江《徐氏族谱》卷 20，“世德纪略 4”，第 319—320 页。
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 16，“人物”，第 652 页。
松江《徐氏族谱》卷 14，“世系表 13”，第 88—89 页。
参见刘耘华《依天立义：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应对天主教文化研究》，第 74 页。
影印本收入陈思和、严峰主编《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稿抄珍本》第 1 辑第 3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云间书院古学课艺》嘉庆十五年重刻本，其《论律赋》篇末有徐朝俊识语（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上，武汉大

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09—214 页）；雷琳、张杏滨笺《赋钞笺略》嘉庆刻本，书末有嘉庆二十二年徐朝俊跋；陆应阳辑《樵史》卷 2
之卷端题“徐朝俊恕堂覆校”，卷 4 之卷端题“徐绂元圃覆校”。 陆应阳辑：《樵史》，《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

丛刊》史部第 71 册，北京出版社 1997 年影印版。
参见龚缨晏《徐光启未刊笔记〈开成纪要〉初考》，《复旦学报》2017 年第 4 期。
卧读生（管斯骏）著，顾静整理：《上海杂志》“舟车类”，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第 1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38 页。
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 16，“人物”，第 652 页。 关于《泰西水法》的流传与影响，参见邹振环《中西水文化互动中的“变”

与“常”———以〈泰西水法〉在明清江南地区的传播为例》，《南国学术》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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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旧西学的总结之作：《高厚蒙求》及其知识来源

“五代于兹”的西学传承，成就了《高厚蒙求》。 该书系自著丛书，汇辑了徐朝俊历年所撰科技

与地理论著。 书中部分内容有别本流传，例如成书于嘉庆元年（1796）的《中星表》，曾收入南汇吴

省兰（1738—1810）辑《艺海珠尘》匏集（戊集）。① 《高厚蒙求》的命名：“高厚”取自“戴高履厚”，
“戴高”者为头顶之天，“履厚”者为脚踏之地，而人居于其间。② 其意与该书内封所盖“明理器法，
通天地人”之印相呼应；“蒙求”则指全书定位为初学之阶，徐朝俊称：“阅天学书中作晷之法，翻嫌

论说不明，此无他：著撰此种书人，其心极灵而其笔恒不足以达之所由，阐发少而其文晦，讲论多而

其意晦，领会难而其义益晦。 盖斯道之独少传人有自矣！”③鉴于传教士著作晦涩难懂，影响西学知

识的传播，因此《高厚蒙求》力求通俗，意在使读者借由该书得窥西学堂奥。 又徐朝俊曾执鞭于云

间书院，《高厚蒙求》初集《天学入门》、三集《日晷图法》自序均署“华亭徐朝俊书于云间书院”④，则
书中部分内容或曾作为云间书院教学之用，此正合乎“蒙求”之意。

由于《高厚蒙求》是分集刊刻，因此形成了三集、四集和五集本三大版本系统，其中学界较为熟

悉的是四集和五集本，而三集本则未得到关注。 《高厚蒙求》各集的内容、版本及所参考的汉文西

学文献，详见下表：

表 1 徐朝俊《高厚蒙求》各集的内容、版本及参考文献

各集 内容 序跋 /题识 刊刻时间 所参考的汉文西学文献

初集

《天学入门》

天体、地体、对足底行说、九重天离地

远近、日轮与地大小远近考、日月食、
七曜行度（附五星躔度歌）、七曜经星

大小形体（附经星数）、五星总说、五
星变、四余、三际、步天歌 （此为古

歌）、经天该（此为西歌）、三垣二十八

宿经星占（星数悉照古歌）、天地杂说

徐朝俊《天学入

门自序》（1807）
1807

《御制数理精蕴》 《天学初

函》、李之藻 《浑盖通宪图

说》、汤若望《测食》、阳玛诺

《天问略》、汤若望 《远镜

说》、南怀仁天文历法书⑤、
王应遴《经天该》（本梅文鼎

《中西经星同异考》）⑥

二集

《海域大观》
地舆总说、五大州纪、海族、海产、海
状、海舶、海道

徐朝俊《海域大

观序》（1807）
1807

艾儒略《职方外纪》、南怀仁

《坤舆格致[略说]》⑦

72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徐朝俊：《中星表》，中华书局 1991 年影印版。 《中星表》后收入《高厚蒙求》三集《星月测时图法》，但内容略有差异。
徐朝俊：《海域大观序》，《高厚蒙求》二集，第 1a页。
徐朝俊：《日晷图法自序》，《高厚蒙求》三集，《日晷图法》，第 2a页。
徐朝俊：《天学入门自序》，《高厚蒙求》初集，第 2a页；徐朝俊：《日晷图法自序》，《高厚蒙求》三集，《日晷图法》，第 2b页。

徐朝俊曾“旁注”唐仲冕《家塾蒙求》三卷（光绪十四年刻本），或受到唐仲冕影响。
徐朝俊称：“此皆本朝南公怀仁所定之数，与旧测互有异同，兹从新测。”参见徐朝俊《高厚蒙求》初集，第10b页。
徐朝俊称：“明有泰西利玛窦作《经天该》，一名《经天诀》，又称薄子珏作，未审所撰何人。”（徐朝俊：《高厚蒙求》初集，第

13b页）徐朝俊在《天学入门》的目录中自注“经天该（本梅氏历书）”，则他所引《经天该》当出自梅文鼎《中西经星同异考》，梅书曾

考证《步天歌》的古歌与西歌。 《经天该》的作者实为王应遴，参见石云里、宋兵《王应遴与〈经天该〉关系的新线索》，《中国科技史

杂志》2006 年第 3 期。
《高厚蒙求》原文作“南怀仁《坤舆格致》”，应为《坤舆格致略说》之误。 因为《坤舆格致》是汤若望编译的矿冶学著作，而

《坤舆格致略说》才是南怀仁编译的地理学著作。 参见邹振环《南怀仁〈坤舆格致略说〉研究》，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
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9—303 页；韩凤冉《南图藏严杰校本汤若望〈坤舆格致〉初考》，《中国典籍与文化》
201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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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各集 内容 序跋 /题识 刊刻时间 所参考的汉文西学文献

附图 黄道中西合图①
徐 朝 俊 “ 识 ”
（1807）

1807 ∗戴进贤《黄道总星图》

三集

《定时仪器》

日晷测时图法（封面） /日晷图法（卷
端）

星月测时图法

揆日正方图表（即四集本、五集本第

四集“揆日正方图表上”）

自鸣钟表图法（封面） /自鸣钟表图说

（卷端）

徐朝俊《日晷图

法自序》（1808）

祝 德 麟 《 序 》
（1797）；王芑孙

《序》

徐朝俊《钟表图

说 自 序 》
（1809 ）； 《仪 器

目》 （1807） （四
集、五集本无）

1809

∗庞迪我口译、孙元化笔受

《日晷图法》

汤若望《恒星出没表》；∗汤

若望校、朱 补《日晷图法》

朱 注天文历法书②

四集

天地图仪

揆日正方图表上 （即三集本第三集

“揆日正方图表”）

揆日正方图表下

1815

李之藻《浑盖通宪图说》

朱 注天文历法书

五集

《高弧合表》
高弧合表

徐朝俊《高弧合

表 自 序 》
（1823）；徐炳枢

“述”（1829）

1829 《御制数理精蕴》

  资料来源：《高厚蒙求》三集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四集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五集本（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藏）等。

说明：凡目录与正文标题有差异者，均据正文；《高厚蒙求》原书未明确注明出处者，加∗以示区别。

三集本：其中第一、二集及附录《黄道中西合图》刻于嘉庆十二年（1807），第三集刻于嘉庆十四

年（1809）。 书末附有《仪器目》，内含徐朝俊识语，此为四集、五集本所无。 《仪器目》交代了《高厚

蒙求》的刊刻历程与计划：

天文历算之学，有其书又必有其器，顾克明数理者，恒不能作攻金工。 余少侍先君子学制

举业，辄就炉火兼学钟表，缘识五金从革性情。 甲子（按：嘉庆九年，1804 年）春，读礼杜门，承
先君子弥留时，遗命作种种仪器，谬为数学家见珍。 丙寅（按：嘉庆十一年，1806 年）冬，复据旧

821

①
②

《高厚蒙求》三集本第一、二集的内封上均注明“另刊天文中西合图，余俟续刻”，即指此图。
徐朝俊《定时刻线捷法》称：“此器由殚思所得，曾刻入《艺海珠尘》。 近检笙〔苼〕庵注本，得此更捷，知前人不惟先得我

心，其思议更有不可及处。”（徐朝俊：《高厚蒙求》四集，《揆日正方图表上》，第 8a页）朱 ，字素臣，号苼庵，江苏吴县人，曾参与校

订《崇祯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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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闻见及与先君子所参究得心之处，钞撰成编，梓以问世。 兹当《高厚蒙求》刊既竣，将挈儿

赴秋闱，不得不暂辍是业。 因综手造既成之器，而并检存稿所待刊者束置案头，姑俟试归续作。
时在天中节后二日。①

《仪器目》虽附于第三集末尾，但作于嘉庆十二年端午之后。 该年徐朝俊为携子参加江南乡

试，将《高厚蒙求》的刊刻暂时中辍。 徐朝俊及其二子毕生未中举，此次显然也名落孙山，于是他重

操旧业，续刻《高厚蒙求》。
四集本：嘉庆二十年（1815）刻，其在三集本基础上，新增第四集，并将原第三集的《揆日正方图

表》移至第四集，改题为《揆日正方图表上》，与第四集新增的《揆日正方图表下》衔接。 四集本在后

世影响最大，最为学界所知。 晚清时期的重印本，例如同治五年（1866）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同
文馆铅印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六年 （1900）刻本，底本均为四

集本。②

五集本：其在四集本基础上，新增第五集《高弧合表》。 《高弧合表》成于道光三年（1823），刻
于道光九年（1829）。 此时徐朝俊已去世，第五集的刊刻者是徐炳枢，他称：“先君子嗜畴人之学，先
后纂《高厚蒙求》凡四集梓行，晚年益殚精竭神，推测校核，成《三景八线表》一册，校定《表度说》一
册，《高弧合表》一册。”可惜自己“绵于力，未能合付之梓，谨先刊《高弧合表》为《高厚蒙求》五集，
其《八线表》《表度说》容当续而梓之”。③ 然而《八线表》《表度说》均未见续梓，不知其稿本或抄本

是否尚存于天壤间。 道光十四年（1834），云间徐氏又重新刊印五集本。④

徐朝俊及其著作在西学东渐史上恰承前启后：从晚清西学东渐观之，他完全配得上学界所奉

“近代科技先驱”称号⑤，但从明清西学东渐的整部历史观之，他更近乎旧西学的总结者，因《高厚

蒙求》至少具有四大特色：
首先，徐朝俊广泛汇辑与整合旧西学知识，使《高厚蒙求》成为天文历算、机械制造及域外史地

的集成之作。 他虽是极少数关注到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1793 年访华并记

录其事的中国人⑥，但作为地方文人，他难以接触到马戛尔尼、马礼逊等新来华西人，因此其西学知

识均来自旧西学体系。 他既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爱好藏书、刻书，虽生活在禁教最严厉的乾隆

末年至道光初年，却大量收藏与阅读旧西学文献，包括未刊作品。 《高厚蒙求》中明确注明出处的

旧西学文献达 12 种，含《御制数理精蕴》、李之藻辑《天学初函》、李之藻《浑盖通宪图说》、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测食》、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 《天问

略》、汤若望《远镜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天文历法书、王应遴（？ —1645）
《经天该》、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职方外纪》、南怀仁《坤舆格致略说》、朱 注天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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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徐朝俊：《仪器目》，《高厚蒙求》三集附，嘉庆十四年云间徐氏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编号ニ05 02158，第 1a页。
同治五年刻本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等，光绪十三年同文馆铅印本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

光绪二十三年上海书局石印本藏于天津图书馆等，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由四集改为八卷）藏于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等。
徐炳枢：《述》，徐朝俊：《高厚蒙求》五集，第 1b—2a页。
道光十四年五集本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编号 Sinica 875），此书原为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旧藏。
参见王尔敏《近代科技先驱徐朝俊之〈高厚蒙求〉》，《史林》2012 年第 2 期。
徐朝俊《海域大观序》：“乾隆三十五年，其土扈特汉乌巴锡率数十万众来归；五十八年，更有西北极远之 咭唎国及有西

域远部廓尔噶献贡投诚。”（《高厚蒙求》二集，第 1a—1b页）中国人对马戛尔尼的记录，参见黄一农《龙与狮对望的世界———以马

戛尔尼使团访华后的出版物为例》，台北《故宫学术季刊》2003 年第 2 期，第 286—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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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书和汤若望《恒星出没表》（参见表 1）。① 而《高厚蒙求》所附《黄道中西合图》，徐朝俊虽未注明

所参考的汉文西学文献，但基本可确定仿自戴进贤（ Ignaz Kögler，1680—1746） 《黄道总星图》
（1723）。② 又徐朝俊之子徐炳枢称，徐朝俊曾“校定《表度说》一册”，但因徐炳枢缺乏财力，未能刊

刻。③ 《表度说》为熊三拔口授，周子愚、卓尔康笔记，成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徐朝俊或根据实

测数据，对其进行了校定。 另据学者考订，《高厚蒙求》第三集《日晷图法》中“日晷制法”，很可能

源于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口译、孙元化（1581—1632）笔受的《日晷图法》抄本；
《高厚蒙求》第三集《星月测时图法》中“造星晷法”“造月晷法”，则与汤若望校、朱 补的《日晷图

法》中所附“月晷”“星晷”，“从图形和用法上看都基本相同”，很可能参考了该书。④ 而庞、汤二书

均未付梓，并罕有抄本存世。
在徐朝俊活跃的乾嘉道时期，对汉文西学文献收藏之丰、阅读之勤，时人鲜有能与他匹敌者。

相较当时盛行的、以阮元（1764—1849）为首的“西学中源”说，徐朝俊对传教士及其著作则充满了

温情与敬意。 例如他称，嘉庆元年（1796）“春夏间，偶检泰西汤若望《恒星出没表》，与列星较对，舛
错甚多，此非作者之讹，传写之误也”。⑤ 又如罗士琳（1789—1853）《畴人传续编》评价徐朝俊道：
“所著论皆捃摭成说，随人步趋。 尤论五大洲及附载海族、海状、海舶、海道、海产诸说，亦悉本利氏

《乾坤体义》，荒远无凭，不足取也。”⑥ 罗士琳所批评的“论五大洲及附载海族、海状、海舶、海道、
海产诸说”，乃指《高厚蒙求》第二集《海域大观》，徐朝俊《海域大观序》称：“吾人戴高履厚，曾沧海

一粟之不如，苟第执拘墟之见，则即中国中人物各异，风气各殊，以此语彼，且有未肯尽信者，何论化

外之怪怪奇奇？ ……兹所辑者，第据《职方外纪》及《坤舆格致》《台郡杂志》诸书，薙其理所未可尽

信者，采辑成编，聊广闻见。”⑦ 罗士琳对徐朝俊随传教士“步趋”颇为不满，并将“五大洲”诸说视

为“荒远无凭”，而这恰是徐朝俊所指“拘墟之见”。 徐朝俊认为：“师承参错，何止中西？ 但学者苟

取众说而折衷其是，既不得是古而非今，又安可是今而废古？”⑧ 徐朝俊的家学与藏书，加上这种不

以中西、古今为是非标准的开放态度，成就了《高厚蒙求》。
其次，徐朝俊借助制器与实测，将西学付诸实践，使《高厚蒙求》富于应用性。 制器方面，他认

为“天文历算之学，有其书又必有其器”，不懂得制器则难以真正透悟西学。⑨ 他曾亲自制造自鸣钟

及各种天文仪器，并将制作之法图文并茂地撰入《高厚蒙求》。 例如陈锦洢赞赏道：“丙戌（按：道光

六年，1826 年）春，余自都入蜀，于成都市中购得华亭徐先生《自鸣钟表图说》一册，翻阅再四，见其

于作法、修法、用法，靡不燎〔瞭〕如指掌。 ……自时厥后，凡吾家钟表机轴，偶有损坏，皆手自修理，
毋庸假手他人矣。”○10 足见徐朝俊之书可操作性很强，而且流通范围已远至四川等地。 实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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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上述诸书虽存在一定包含关系，例如《浑盖通宪图说》《天问略》《职方外纪》《表度说》均曾收入《天学初函》，但《天学初

函》共收书 20 种，徐朝俊有无阅读《天学初函》中其他书，特别是“理编”的天主教书籍，不得而知。 南怀仁和朱 的阙题天文历法

书，疑与《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有关。
潘鼐：《中国古天文图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4、137—138 页。
徐炳枢：《述》，徐朝俊：《高厚蒙求》五集，第 1b—2a页。
许洁、石云里：《庞迪我、孙元化〈日晷图法〉初探———兼论牛津本〈天问略〉中的三种晷仪》，《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庞迪我口译，孙元化笔受：《日晷图法》，叶农整理：《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11—392 页。
徐朝俊：《高厚蒙求》三集，《星月测时图法》，第 12b页。
阮元撰，罗士琳续补：《畴人传正续编》卷 50，“国朝续补二”，冯立昇等校注：《畴人传合编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版，第 461 页。 《高厚蒙求》二集《海域大观》实则未参考利玛窦《乾坤体义》。
徐朝俊：《海域大观序》，《高厚蒙求》二集，第 1a—1b页。
徐朝俊：《高厚蒙求》初集，第 13b页。
徐朝俊：《仪器目》，《高厚蒙求》三集附，第 1a页。
陈锦洢：“跋”，徐朝俊：《自鸣钟表图说》，道光七年陈锦洢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善本书号 01944。



陈 拓 / 从徐朝俊到徐继畬：嘉道时期新旧西学的知识脉络

徐朝俊自称：“余所谈天，全凭实测。”① 此乃他治学之道的自我总结。 《高厚蒙求》第三至五集包

含大量实测数据，他通过实测丰富并深化了固有的西学知识。
再次，徐朝俊将西学知识与地方社会相结合，徐朝俊及其家族的在地性前文已多有论及，《高

厚蒙求》也颇具地方特色。 例如该书解释了松江府城与周边地区潮汐时刻的差异，并测量了各时

节松江北极出地的圆影、直影和倒影，这与传教士著作多以北京等为中心不同，是一种西学知识的

在地形态。② 作为地方文人，徐朝俊通过制器、著述与讲授等，促进了西学知识的扩散与下渗，可谓

西学的深层次本土化。
最后，徐朝俊还将外来的西学知识进行了更适合中国读者的通俗化改编。 《高厚蒙求》书名中

“蒙求”二字，已足见其用心。 该书图文并茂，例如他为方便读者认识天星，专门绘制了《黄道中西

合图》，作为《高厚蒙求》附录，他指出：“汉唐以前学士大夫，类皆洞晓天文，洎乎司天专属一家，而
究心此道者遂鲜。 江左素称才薮，于天学独缺师承，此无他：心畏其难，故讲贯少而肄业恒不及

焉。”因此，他“作此《黄道中西合图》，创坊刻旧本所未有，学者第以歌（按：指步天歌、经天该）按
图，按图求象”。 读者可以一目了然，易于掌握。③ 《高厚蒙求》的简明性，使该书在晚清时期一度

成为有经世之志的中国人认识世界、研习西学的阶梯。

三、 二类西学文献的概念及其知识史意义

书籍是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达恩顿 （ Robert Darnton）曾提出著名的书籍循环交流模型

（Communication Circuit），将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作者视为一个环形的

循环交流，关注书籍生产流通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影响，使书籍史研究摆脱了简单的“作
者—读者”模式，深化了学界对知识传播过程的理解。④ 由于书籍及其所承载的知识有时并非作为

整体进行直接传播，因此仅关注书籍自身的生产流通存在不少局限。 例如丹尼尔·莫奈（Daniel
Mornet， 1878—1954）在 18 世纪私人藏书拍卖目录收集汇总的 2 万册图书中，只发现了 1 册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社会契约论》，那么《社会契约论》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否

被高估？ 正如达恩顿所指出的，莫奈“忽视了《社会契约论》通俗本，尤其是卢梭《爱弥儿》第五卷内

的通俗本，在法国大革命前就是毋庸置疑的畅销书”。⑤ 因此，研究《社会契约论》的传播史，仅关

注《社会契约论》自身的生产流通远远不够。
同理，在明清西学东渐史中，汉文西学文献也存在丰富的层次性。 如果将西人独立编译或中西

合作编译者视为一类西学文献，则国人在一类西学文献的基础上摘录、吸收、阐发等而形成的作品，
可视为二类西学文献，由二类西学文献还可衍生出三类西学文献，以此类推。 在明清西学东渐的过

程中，二类西学文献的影响在某些时期甚至大于一类西学文献。 一方面，从出版与流通看，一类西

学文献很多是教堂刻本，普通读书人如果和传教士、中国教徒等缺乏接触，则获取相对不易，而二类

西学文献同传统书籍在出版与流通上并无分别，受宗教、地域等限制较少；另一方面，从阅读与接受

看，由于二类西学文献较一类西学文献进行了更多中国化改造，并将其从原初的外来性、宗教性等

的文本与语境中剥离，因此对普通读书人而言，语言及文化的亲缘度常更高，知识传播的阻力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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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徐炳枢：《述》，徐朝俊：《高厚蒙求》五集，第 1b页。
徐朝俊：《高厚蒙求》初集，第 47b—48a页；徐朝俊：《高厚蒙求》四集，《揆日正方图表下》，第 14a—16b页。
徐朝俊：《识》，《黄道中西合图》，嘉庆十二年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检索号ニ05 00811。
达恩顿著，屈伯文译：《何为书籍史？》，《新史学》第 10 辑，大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4—165 页。
达恩顿著，郑国强译：《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 页。



2023 年第 3 期

减小。 以西洋医学心、肝、脑“三贵”说为例，范行准注意到：

清季会稽赵彦晖（晴初）见钞本医书《彻剩八编·内镜》有引以智《小识》三贵之文，而谓

其说与合信氏《全体新论》、王勋臣《医林改错》略同，皆为医家所当参阅，以目稽胜于悬揣也。
（详见《存存斋医话》卷一页十五至八）固亦由衷之论，惜彦晖未知其文本之《小识》，更不知

《小识》之文本之《主制群征》也。①

换言之，西洋医学知识经历了汤若望《主制群征》→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刘思敬

《彻剩八编·内镜》→赵彦晖（1823—1895）《存存斋医话》的层层“转贩”过程，《主制群征》是一类

西学文献，后续各书则是二类乃至三类、四类西学文献。 无论缺少任何一环，这个知识链条均是不

完整的。 因此，关注二类西学文献，在知识史上至少有三层意义：
首先，只有意识到二类西学文献的存在，才能避免将二类西学文献误作一类西学文献，而忽略

其知识源流。 由于各类西学文献常被不加区分地混杂使用，因此厘清知识的层次非常关键。 例如

《高厚蒙求》，通过梳理其所参考的汉文西学文献，可以避免将该书的原创性过分拔高，从而将其安

放于应属的知识传承谱系中。
其次，长期以来，由于哲学史、思想史在西学东渐研究中的强势地位，学界倾向于重视原创性、

思想性更高的一类西学文献，而将二类西学文献目为辗转稗贩乃至剽窃之作。 实际上，二类西学文

献对一类西学文献的节选、改编等，是知识的再生产过程，虽然其水平有高下之别，但无疑融入了二

类西学文献编著者的理解与思考。 例如《高厚蒙求》即被金华数学家张作楠（1772—1850）目为抄

掇之书，他评论《高厚蒙求》“由抄撮而成，于步算本原未能洞彻，抵牾甚多。 除《钟表图说》系徐氏

专门，无关历学。 《海域大观》系摭拾艾儒略、南怀仁、陆次云诸家之书，取盈卷帙。 又《经星主占》
疑系坊贾羼入，以眩俗眼”。② 实则并非如此，该书是徐朝俊家族五代人钻研与实践的结晶，是西学

在地化的代表。
最后，二类西学文献会影响下一级读者的知识结构。 当读者无法直接接触到一类西学文献时，

二类西学文献便成为西学信息源，在知识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媒介作用。③ 下文以《高厚蒙求》为
例，着重分析此点。

四、 从《瀛环考略》到《瀛环志略》：作为二类西学文献的《高厚蒙求》

《高厚蒙求》是典型的二类西学文献，在当时和后世均颇有影响，并非“后人鲜能重视……仅有

道光后期粤东大儒梁廷枏颇有参阅，此外则乏见引申”。④ 尤其在 19 世纪 40 年代，正值中国门户

初开，一方面有经世之志的读书人对西学需求旺盛；另一方面新西学又输入极少，获取不易，难以满

足知识需求。 因此，旧西学作为“本土”西学资源，重新回到国人视野，《高厚蒙求》等二类西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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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范行准著，牛亚华校注：《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07 页。
张作楠：《附与张远春兴镛论徐氏高厚蒙求书》，《翠微山房数学十五种·揣籥续录》下卷，嘉庆二十五年息园刻本，第

23a—23b页。 张作楠此言的背景，是因为别人怀疑张作楠《揣籥小录》窃取《高厚蒙求》，所以他急于将其污名化以自白。
类书也是典型的二类西学文献，参见陈拓《从〈七克〉看汉文西书在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出版与传播》，香港《道风：基督教

文化评论》2018 年第 49A期。
王尔敏：《近代科技先驱徐朝俊之〈高厚蒙求〉》，《史林》2012 年第 2 期，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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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隙填补了当时西学知识的空档。 除梁廷枏《海国四说》（1846）曾征引《高厚蒙求》外①，更早者，
徐继畬在其名著《瀛环志略》的前身《瀛环考略》自序中称：

道光癸卯（按：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 米利坚人雅裨理者，西
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注小字细如毛发，惜不能辨其文也。 暇日引与晤谈，四
海地形，得其大致。 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闻见

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题曰《瀛环考略》。
未得其详，故名之曰“略”也。②

可见《高厚蒙求》是徐继畬撰写《瀛环考略》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从这份参考书目看，徐继畬的

域外知识来源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新西学，主要来自新教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
1846）③；二是旧西学，来自二类西学文献《高厚蒙求》；三是中国本土的域外知识，《海国闻见录》
《西域闻见录》《海岛逸志》均出自清人之手，主要根据行迹等写成。④ 第一层知识虽然最新，但第

二、三层知识对中国读书人而言，获取难度更低，文化亲缘度更高，它们构成徐继畬的知识底色，并
影响他如何去理解新西学。

具体到《高厚蒙求》，由于与西学渊源颇深，以致徐继畬竟将徐朝俊目为“泰西人”。 换言之，他
将二类西学文献误为一类西学文献。 《瀛环考略》中明确注明出自《高厚蒙求》者共四条，其中第一

条简述了欧洲人发现美洲的历史，而后三条均涉及墨瓦蜡尼 /泥加（澳大利亚），尤其值得关注。⑤

艾儒略 《职方外纪》 （1623）是旧西学文献中最早详细介绍墨瓦兰 （今译麦哲伦， Fernão de
Magalhães， 1480—1521）环球航行及墨瓦蜡尼 /泥加者，《高厚蒙求》的相关内容即转录自《职方外

纪》。⑥ 借助《高厚蒙求》，旧西学知识被再次激活并转贩至《瀛环考略》。
但徐继畬对《瀛环考略》并不满意，他在致山西同乡、地理学家张穆（1805—1849）的信中称：

“海图前稿舛陋不足观，数年来于泰西人所刻杂记，得即摘录，其书皆俚不成文，而事迹颇有可采。
每与夷官接晤，辄询以西国事，亦多有新闻。”⑦ 因此，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刻《瀛环志略》时，
随着新资料的增加，该书的域外知识来源已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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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梁廷枏著，骆驿、刘骁点校：《海国四说》，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55、216 页。
徐继畬：《瀛环考略》，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4 年影印版，第 1 页。 此虽为目前所知最早的稿本，但已有很多修改痕迹。 关

于《瀛环考略》与《瀛环志略》的关系，参见任复兴《〈瀛环志略〉若干稿本初探》，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3—229 页；刘贯文《徐继畬论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3—83 页；田一平《从〈瀛环

考略〉到〈瀛环志略〉》，《史林》2001 年第 3 期。
除雅裨理外，正文还出现了“夷目李太郭”。 徐继畬：《瀛环考略》下卷，第 143 页。 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 1799—

1845），曾任英国驻广州、福州、厦门领事。
《海国闻见录》曾参考西方舆图，故介于第二、三层次之间，因非本文重心，此不细作区分。
徐继畬：《瀛环考略》，第 25、26、67、159 页。 前两条在稿本中已被涂抹，反映了《高厚蒙求》逐步退出的过程。
参见徐朝俊《高厚蒙求》二集，第 49b—50b页；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卷 4，“墨瓦蜡尼加总说”，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41—142 页。 利玛窦世界地图对墨瓦蜡泥加已有记载，但内容简略，参见方豪《十六七世纪中国人对澳大利亚地区

的认识》，《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选待定稿》，台北，学生书局 1974 年版，第 217—234 页。 关于晚清的情况，参见邹振环《开拓世界

地理知识的新空间：清末中国人的澳洲想象》，《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 年第 2 期；邱志红《极目南望：晚清国人关于新西兰认知

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邹文称：“中国人最早使用澳大利亚一名，并介绍澳洲地名由来和地理移民情况的著作可

能是成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实则徐继畬《瀛环考略》更早，但出版晚于梁廷枏的《海国四说》。
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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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 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
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 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 明

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二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
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 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 余则荟萃采

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 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
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 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
凡数十易。 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①

从徐继畬的新版自序及正文征引书目可知②，相较《瀛环考略》，《瀛环志略》的域外知识来源

已大幅更新，原《瀛环考略》域外知识来源的三个层次中：新西学的权重越来越高，占据主体地位，
以致在新版自序中，徐继畬仅提及新西学，而未再提及第二、三层次的域外知识；中国本土的域外知

识，《海国闻见录》《西域闻见录》《海岛逸志》虽然征引的频次已大幅下降，但仍然在列，同时新增

了《汉书》《后汉书》《海录》《薄海番域录》等参考书；而旧西学部分则发生较大变化，作为二类西学

文献的《高厚蒙求》彻底退场。 以关于墨瓦蜡尼 /泥加（澳大利亚）的两条记载为例：

表 2 《瀛环考略》《瀛环志略》关于澳大利亚的内容对照表

《瀛环考略》 《瀛环志略》

泰西人所著《高厚蒙求》云：昔有国王遣大臣驾巨船，探
海西行。 亚墨利加之西，又得大土，部落国土未详，使臣

名墨瓦蜡尼，因名其地为墨瓦蜡尼加。 又曰火地，因其地

萤火甚多也。 以今考之，即澳大利亚。③

澳大利亚……其地亘古穷荒，未通别土。 前明时，西
班牙王遣使臣墨瓦兰，由亚墨利加之南，西驶再寻新

地。 舟行数月，忽见大地，以为别一乾坤。 地荒秽无

人迹，入夜燐火乱飞，命名曰火地。 又以使臣之名，名
之曰墨瓦蜡尼加。

澳大利亚，即《高厚蒙求》所称墨瓦蜡泥加。 澳大利亚，即泰西人《职方外纪》所云天下第五大州。

  资料来源：徐继畬《瀛环考略》卷上，第 67 页；《瀛环考略》卷下，第 159 页；《瀛环志略》卷 2，第 41a、42a页。

从表 2 可知，此时徐继畬已获观艾儒略《职方外纪》原书，因此一类西学文献《职方外纪》取代

了二类西学文献《高厚蒙求》。 从《瀛环考略》到《瀛环志略》，《高厚蒙求》从主要参考书到完全退

场，虽仅短短四年时间，却生动反映出徐继畬等国人西学知识的演进脉络，以及二类西学文献在知

识更替中的承前启后作用。
徐继畬并非孤例，林则徐、曾纪泽均藏有《高厚蒙求》。④ 张之洞《书目答问》将算学家分为“中

法”“西法”和“兼用中西法”三类，而徐朝俊被列入“西法”类。⑤ 此外，嘉庆十年（1805）进士李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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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徐继畬：《识》，《瀛环志略》，道光二十八年福建抚署刻本，第 1a—1b页。
《瀛环志略》正文征引书目，参见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8—159 页。
《高厚蒙求》原文，参见徐朝俊《高厚蒙求》二集，第 49b—50b页。 而《高厚蒙求》的内容又源自《职方外纪》，参见艾儒略

《职方外纪校释》卷 4，“墨瓦蜡尼加总说”，第 141—142 页。
林则徐藏，林汝舟编修：《林少穆先生云左山房书目》，福建省图书馆编：《福建省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第 2 册，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年影印版，第 174 页；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光绪十三年同文馆聚珍板《高厚蒙求》 （编号 7110
2942），外封题签题“曾纪泽署检”。

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0、266 页。 《高厚蒙求》还被列入刘铎编《古今

算学丛书编目》（光绪二十三年上海算学书局石印本，第 12a、14a页）；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 （1902 年版），熊月

之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1、197、202、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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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1769—1841）的《赤道经纬恒星图》，郑复光（1780—1853 后）的科技著作《费隐与知录》（1842）
与《镜镜詅痴》 （1847），道光元年（1821）举人俞檀的经学著作《易学管窥》等，均曾征引《高厚

蒙求》。①
《高厚蒙求》在晚清多次重印，作为旧西学的总结之作，该书在新西学时代仍颇有市场。 其

中光绪十三年（1887）同文馆聚珍板尤其值得关注，同文馆是晚清培养西学人才的重要机构，表
明《高厚蒙求》此时仍被视为重要的西学参考书之一。 又如光绪六年（1880）上海扫叶山房在

《申报》连续刊登售书广告，其中有“原板《高厚蒙求》，新增西法并图”，则扫叶山房也曾发售

《高厚蒙求》，并以“西法”作为宣传卖点。②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前后，上海江左书林

又于《申报》连续刊登《高厚蒙求》售书广告。③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二类西学文献再次高调

复出。
《高厚蒙求》还产生了多种衍生文本，可谓三类西学文献。 例如吴县王蕴香所编《域外丛书》

（1842）和《海外番夷录》（1844），由十部关于域外知识的文献辑录而成，《高厚蒙求摘略》为其中之

一。④ 《高厚蒙求摘略》共四叶，内容摘自《高厚蒙求》第二集《海域大观》，主要摘录其中涉及域外

动植物者，尤其是“海族”的部分，如“把勒亚鱼”（鲸鱼）、“刺瓦而多”（鳄鱼）等，而这些内容系徐朝

俊转录自《职方外纪》。⑤ 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瑬（1786—1843）《海外番夷录》序称：“近世多博

闻强识之士，其著述每长于舆地。 ……然其书往往详于中国，略于外洋，岂以耳目所不及，遂存而不

论欤？ 方今烽烟告警，有志者抱漆室忧葵之念，存中流击楫之思，外洋舆地不可以弗考也。”⑥ 鸦片

战争后，清朝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冲击，王瑬、王蕴香等有经世之志的读书人，迫切希望认识外部世

界，却苦无著述可考。 王蕴香虽博闻强识，但仍未能直接获见《职方外纪》等一类西学文献。 通过

《高厚蒙求》等二类西学文献的转贩，旧西学知识得以间接传播，成为他们应对新变局的重要知识

来源。 同时，《高厚蒙求》不仅在汉人中颇有影响力，而且还出现了蒙文摘译本，内容主要摘译自

《高厚蒙求》初集《天学入门》。⑦
更令人惊异的是，约嘉庆二十三年（1818），竟有人将《高厚蒙求》等抄撮成书，伪托为晚明耶稣

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之作。 伪托本题《理法器撮要》，因被汇编入《利玛窦中文

著译集》，在学界流传甚广。 《理法器撮要》共三卷，分理卷 13 篇、法卷 3 篇和器卷 12 篇，其中理卷

有 7 篇半抄自《高厚蒙求》，器卷有 11 篇抄自《高厚蒙求》，而且均是原文照抄，仅粗加删改。⑧ 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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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邵懿辰（1810—1861）称：“李兆洛《赤道经纬恒星图》三十叶，用《高厚蒙求》及《会典》星图之式，十二宫分作鼛鼓形。 又

分南北共二十四片，并南北极二小圆，以符天形隆窊之象。 又细载无名星，星分六等，甚便仰观。”（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

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55 页）此图或指李兆洛、钱维樾《恒星赤道经纬度图》（潘鼐：《中国古天文图录》，
第 126—127 页）。 另参见郑复光《费隐与知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年影印版；郑复光著，李磊译注：《镜镜詅痴译注》，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84—285、290—291 页；俞檀《易学管窥》，《续修四库全书》编辑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 2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影印版，第 572、619 页。

《申报》，1880 年 7 月 27 日，第 6 版；《申报》，1880 年 8 月 24 日，第 6 版。 天津图书馆藏《高厚蒙求》四集本，内封镌有一

枚“扫叶山房督造书籍”印章。
《申报》，1898 年 3 月 15 日，第 6 版；《申报》，1898 年 10 月 9 日，第 12 版。
王蕴香编：《域外丛书》，清观斋道光二十二年刻本；王蕴香编：《海外番夷录》，京都漱六轩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两书内容

基本相同。
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卷 5，“海族”，第 149—153 页。
王瑬：《序》，王蕴香编：《海外番夷录》，第 1a页。
参见王庆、陆思贤、李迪《〈高厚蒙求〉的蒙文摘译本初探》，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科技史文集》第 16 辑，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1—76 页；李迪《蒙古族科学技术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77—383 页。
《理法器撮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91—802 页。 参见陈拓《伪书背后的

西学知识史：托名利玛窦之〈理法器撮要〉考》，《国际汉学》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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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畬将《高厚蒙求》误为泰西人之作，可谓异曲同工，反映出嘉道时期西学文本和知识的混杂

状态。

余论

梁启超指出：“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

第二次。”但自雍正元年（1723）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学界和外国学界断绝来往已经一百多年了”，
“西学中绝”。① 以汉文西学文献而言，断裂确实存在，例如本文中徐继畬、王蕴香等一度难以直接

接触到艾儒略《职方外纪》，只能转手于二类西学文献《高厚蒙求》。 又如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所

绘汉文世界地图，虽在明末清初时期带来了一定思想冲击，但对姚莹（1785—1853）而言，却是新

知。 姚莹《康 纪行》称：利玛窦世界地图“在内府未出，变乱后，莫知所在；今惟传艾儒略圆图一、
方图四，亦曰《万国全图》”。 而南怀仁《坤舆全图》，则“莫有究其说者”。② 再如李之藻《天学初

函》，魏源《海国图志》称：“《天学初函》诸书，未之见也。”③ 这些所谓“开眼看世界”者尚且如此，
足见西学文本与知识的断裂确实普遍存在。

然而断裂又是相对的。 入清以来，薛凤祚（1600—1680）、王锡阐（1628—1682）、梅文鼎、梅瑴

成（1681—1764）等一批本土历算学家逐渐崭露头角，他们在借鉴西方历算学的基础上，尝试将中

西历算学融会贯通。 风气所至，徐朝俊曾祖父、金山卫学生徐怀瀚也开始钻研历算学。 乾嘉时期，
历算学进一步融为朴学的一部分，其传播虽受到“西学中源”说干扰，却循此进入中国主流学

术———经学的脉络，并下渗至地方社会。 五代研习西学、西器的徐朝俊家族，即西学在地化的宝贵

案例，徐朝俊本人也被誉为“朴学别情”。④ 西学世家与蒙书在地方社会的出现，是西学由外来专门

之学迈向本土日用之学的表征之一。
思想既受制于政治、宗教，又独立于政治、宗教，西学在清代中国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 “在谈

思想史的问题的时候，除了注意山峰与山峰之间的风景，还应注意从河谷一直到山峰间的立体图

景。”⑤ 相较《职方外纪》《瀛环志略》等经典文本，作为无名之辈的无名之作，以《高厚蒙求》为代表

的二类西学文献犹如两峰间的河谷，并不引人注目。 它们虽常被后人贴上“抄撮”等标签，却是新

旧西学间的津梁，它们保存和发展了旧西学，培养了部分中国文人对历算、舆地等的学术兴趣。 借

助血缘与文本等纽带，旧西学在断裂中维持着传承，为新西学的输入奠定了知识基础。
如果说“近代中国一个突出的时代特性是古今中外各种时空因素的多歧互渗”⑥，那么晚清西

学东渐的一大特色则是新旧西学的跨时空交错。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

有经世之志的中国人开始产生深刻的危机感和认识外部世界的迫切感。 但当时中国社会却出现了

西学知识的空档，由于新西学文献的数量与流通范围有限，难以满足需求，因此旧西学文献作为中

国“本土”的文本与思想资源被调动出来，大量单刻本、丛书本及抄本纷纷涌现。 例如金山钱熙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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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10、32 页。
姚莹著，欧阳跃峰整理：《康 纪行》卷 16，“中外四海地图说”，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449 页。
魏源：《天主教考上》，《海国图志》卷27，“西南洋”，《魏源全集》第5 册，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815 页。 《海国图志》曾大

量征引《职方外纪》，《职方外纪》虽曾收入《天学初函》，但魏源所见当为单行本或其他丛书本。
陈希曾（1766—1817）《题恕堂暑夜著书图》云：“理由数巧，道以器成。 畴人旧制，朴学别情。 一灯如豆，笔瘁心精。”此图

附于《篆楷考异》书前，是目前所知徐朝俊唯一一幅画像。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 页。
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 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自序”，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1 页。



陈 拓 / 从徐朝俊到徐继畬：嘉道时期新旧西学的知识脉络

（1801—1844）辑刻的《指海》（1843）与《守山阁丛书》（1844）两套大型丛书，所收旧西学文献达 11
种。① 除一类西学文献，像《高厚蒙求》这样更为本土的二类西学文献，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曾发

挥重要的过渡性作用。 新旧西学文献及其中的一类、二类西学文献，共同形塑了徐继畬的西学观。
晚清士人的西学“知识仓库”中，理应有它们各自的位置。

正如《瀛环志略》稿本与刻本间西学知识来源之变，晚清时期随着新西学的大量输入，旧西学

（特别是旧西学中二类西学文献）渐次退场。 例如洋务派的冯桂芬已开始讥讽魏源《海国图志》杂
取旧西学文献的做法，称《海国图志》“以林文忠公所译《四洲志》为蓝本，不宜转取从前之《职方外

纪》《万国全图》等书以补其所无，不几以《春秋》《列国》补《战国策》乎”？② 认为魏源以旧西学补

新西学，导致时代与知识混乱。 但西学知识的新陈代谢并非一蹴而就，甚至《高厚蒙求》这样的二

类西学文献，光绪年间仍被同文馆、扫叶山房、曾纪泽等所重视。
新旧西学的知识脉络是极其宏大的议题，非一篇小文所能囊括。 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

刘鸿翱（1778—1849）即将徐继畬《瀛环志略》与南怀仁《坤舆全图》并举，开始构建从旧西学到新西

学的知识序列，但中间的一百余年则被跳过。③ 若欲真正改变新旧西学的隔阂状态，必须深入历史

的断裂与模糊之处，观察新旧西学间的具体演进路径。 本文通过个案研究，完整展示了徐朝俊家族

五代研习西学、徐朝俊撰著《高厚蒙求》、徐继畬对《高厚蒙求》的使用与弃置之动态过程，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二类西学文献概念，旨在补全新旧西学间的缺失环节，进而为理解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提供

一些本土与地方视角。④

（责任编辑： 薛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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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指海》共 12 集（道光中金山钱氏据《借月山房汇钞》刊版重编增刊本，不含钱熙祚之子续刻者），收有旧西学文献《天步

真原》《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句股义》《坤舆图说》5 种；《守山阁丛书》共 20 函（道光二十四年金山钱氏据《墨海金壶》刊版重编

增刊本），收有旧西学文献《职方外纪》《简平仪说》《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天步真原人命部》《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新制诸

器图说》7 种。 若纳入梅文鼎、王锡阐、江永等人涉西学著作则种数更多。
冯桂芬：《跋〈海国图志〉》，《显志堂稿》卷 12，《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632 册，上海古籍

出版社 2010 年影印版，第 689 页。 因跋中提及祎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 1819—1895） 《地球说略》 （1856），故撰于 1856
年后。

刘鸿翱《瀛环志略》序从“吾阅康熙年间西洋怀仁《坤舆全图》”起笔，序末回归至《瀛环志略》 “间补怀仁《舆图》之所未

备”，可视为一部小的学术史。 刘鸿翱：《序》，徐继畬：《瀛环志略》，掞云楼同治十二年刻，第 1a—2a页。
教会内部的新旧传承，参见陈拓《断裂与延续：嘉道时期北京天主教会的书籍刊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 116 期，2022 年 6 月；陈拓《书籍重刊与权威之争：以 19 世纪 40 年代新耶稣会士重返江南为中心》，《史林》2019 年第 5 期。



to sign unequal treaties by military means， which brought China into the world trade system and made China become a
market for Western products and a supplier of raw materials as a result. Western countries did not want China to develop its
economy independently， so they not only refused to help， but also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dustries.
However，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workers seized two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namely the import substitution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which brought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for Chinese industries.
A related question is to divide stages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divid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y into five stages. A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the volume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y， this article insists
that we should not follow the steps of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only measured the volume of industries in their countries.
Instead，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mport and export industries and urbanization-related industries. Moreover， more
in-depth studies should be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roles and impact of the Chinese market in general and modern Chinese
import and export industries in particular on the world economy.

Rural Community and Its Transformation： Beyond “ the Xinglongchang” Xie Jian（101）………
  Based on her investigation of and studies on Xinlongchang during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Isabel Crook
proposed the so-called “ Prosperity's Predicament，” in which social resistance thwarted substantial reform efforts and
reforms on parochial customs largely failed as a result. Notwithstanding her meticulous and sound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sabel Crook was constrained both in material access and methodology. By examining relevant archive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local elites in Bishan rural area， in which Xinglongchang was a part， established a gigantic patronage
network and cooperated and conflicted among one other depending on their own interests. Such developments jolted the local
political order from its core. Therefore， the “Prosperity's Predicament” as proposed by Isabel Crook was not caused by the
local society'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New County Government Reform， but by the entanglement of interests among local
elites in face of the penetrating state power， which held back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 reforms.

A Special Birthday Gift： The Incident of Present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ible to the Royal
Court in the Forbidden Ci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u Qing（111）………………………

From Xu Chaojun to Xu Jiyu： Transition of the Old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New Western
Learning during the Reins of Emperors Jiaqing and Daoguang Chen Tuo（122）……………

  Researchers generally divide western learning efforts in modern China into two stages， namely the Old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nd the New Western Learning （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uch a
division， albeit useful， tends to downplay the consistent trajectory of western learning efforts in modern China.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New Western Learning in China took place during the reins of Emperors
Jiaqing and Daoguang. The Xu Chaojun family in Songjiang started to study western knowledge during the rein of Emperor
Kangxi and they collected a large amount of western books and materials later thanks to their five generations of tireless
efforts， which promoted the inheritance and spread of the Old Western Learning in China. Between 1807 and 1829， Xu
Chaojun finished the five-book series of Gaohou mengqiu， which was both a sum-up of the Old Western Learning and a
major reference book for Xu Jiyu's Yinghuan kaolue written in 1844. However， Gaohou mengqiu surprisingly disappeared
from the reference list in the final version of Xu Jiyu's Yinghuan zhilue in 1848. This article m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rimary and the Secondary Western Learning Texts. The Secondary Western Learning Texts represented by Gaohou mengqiu
provided important domestic sources for the Chinese in late Qing dynasty to understand the outside world， deal with new
changes and embrace the new Western Learning.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ly transitional role in bridging the Old and the
New Western Learning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Dynamics and Changes in Governance System of Northwest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
Analysis Centered on the “1895 Hehuang Incident” during the Rein of Emperor Guangxu

Zhang Cheng（138）…………………………………………………………………………………

An Overview of “The First Modern Chinese History Frontier Forum： Human and Nature in
Modern China” Jia Yajuan and Song Zhixia（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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